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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暗面新探：
民元孫中山與佛教交涉史事考*

左松濤

［提　 要］ 　 學界對於孫中山與佛教關係的研究，尚嫌不足。 民元佛教會社之組織及其與政府的互

動，真相撲朔迷離，信史有待建立。 有的史事看似瑣細，為人輕忽，卻能反映歷史奧妙。 翠亨孫中山

藏檔中的三則佛教史料，作者之謎長期存在。 據考證，民國浙江名僧摩塵是給孫中山呈文的作者。

這一上書是民元佛教復興的縮影。 循此線索研究，可重建李翊灼等成立的佛教會、謝無量等組織的

佛教大同會與敬安等領銜的中華佛教總會這些佛教社團諸多鮮為人知的史實，釐清對孫中山及南

京臨時政府處理佛教事務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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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孫中山與宗教交涉的研究成果多為一般通論，聚焦探討其與基督教的關係，近期研究尤

注意解析基督教人士如何建構孫中山的信徒形象。 研究孫中山與佛教關係的論著則不多見，即使

偶有涉及，史實亦不盡準確。 不涉附會的經驗研究，亟待開展。 孫中山與佛教之因緣，當然不局限

在民國元年。 例如，1916 年他找回了“二次革命”失敗後在美國芝加哥遺失的觀音菩薩佩像，又於

普陀山能獨見“靈境”。 這些看似小事甚或不經，實則曲折反映歷史奧妙。 限於篇幅，本文僅先討

論民元一段，祈請識者教正。

一、佛教徒“摩”上書孫中山之真相

在孫中山一生中，以民國元年與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界）的關係最為密切，發表相關言論最

多，但“孫中山與佛教、伊斯蘭教等其他教派的關係，留世的材料較為星散”。①因此，現存孫中山文

獻中有佛教史料就顯得彌足珍貴。
黃彥、李伯新主編《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後）》整理了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保存的文

獻。 該書“宗教”部分由三則佛教史料組成，分別是《摩呈孫中山改良佛教辦法文（1912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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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呈孫中山擬設大乘部辦法簡章（1912 年初）》與《佚名：佛教會發趣文（1912 年初）》。 編者指

出，第一則標題原為“大乘教改良規則綱要”，作者自稱“摩”，全名及身份待考。 前兩則在格式、筆
跡方面相同，應是同一作者。 又據第二則中“南京為國都之地”的表述，判斷“當為三月以前所

寫”。②文獻披露後，引起注意，有不少學者利用。 2012 年出版的大型文獻資料集《各方致孫中山函

電彙編》全文收入兩則“摩呈”函件。③但作者之謎在“孫學”中始終未得破解，一些嚴謹學者僅言

“有位自稱‘摩’者”、“佛教界有位自稱‘摩’者”、“一位署名為‘摩’的人士”，相關論述難以深入。
2021 年，翠亨所收藏的中外文檔案（共計 921 份）影印刊行，這三則史料亦在其中，為解謎提供

了便利。④查看原件後發現，兩則“摩呈”不符合上行文格式，應非全壁，當是檔案散失後的遺存。 檔

案中透露身份的信息僅有“摩謹就管見所及，酌擬改良宗教辦法十條，呈請大總統藉賜覽觀，且資

採擇焉”一句。 姓名或法號中有“摩”字的佛教名人中，似無有匹配者。 但細讀呈文，仍有所獲：
首先，“摩”是僧人，而非白衣，這可從呈文“如來大事因緣，皆吾僧人唯一之擔負。 是知眾生一

日未安，即僧人之擔負一日未盡。 豈知焚頂受戒、坐禪習靜為滿足，僧家行業而有升天成佛之望

乎”一段獲知。 “摩”自稱為僧，提議仰仗政府建設“大乘教”，又認為主位是緇衣。 清初，居士佛教

逐漸興起，到清末有“佛法不在緇衣，而流入居士長者間”之謂（章太炎語）。 與兩則“摩呈”筆跡相

同的《佛教會發趣文》，因未署名，故《孫中山藏檔選編》編者認為“佚名”（實是歐陽漸，後詳）。 查

該會發起人為李翊灼、歐陽漸、蒯壽樞、張世畸、陳方恪、濮一乘等，皆是居士。 另從形制上看，兩則

“摩呈”用方框將標題文字框入，後者則無。 因此，現存檔案可能經他人錄副，並非原呈。 函件雖幾

乎同時呈送孫中山，卻反映不同改革佛教路向，不能混為一談。
其次，如未請人代筆潤色，則“摩”的文字功底在僧人中出類拔萃，說是萬里挑一不為過。 晚清

民初僧人文化程度低落。 1912 年，仁山、太虛等要求以鎮江金山寺廟產辦學，遭到方丈青權等人反

對，因而在金山 “大鬧”，控訴長老“專制”、“愚民”。 仁山放言，寺內僧人不下三四百人，“倘能寫三

百個字通達的書信的話，我仁山願把頭剁掉”。⑤江南名刹的寺僧尚且如此，遑論其他。
再次，“摩”具世界眼光，也有新學素養，主張改革佛教某些固有制度，顯然不是作風保守的老

輩，而是“新僧”。 文中介紹日本僧人的修行方法，用世界通例證明自己主張：“查東西洋各國，靡不

以布憲政、興宗教為急。 蓋憲政以法律治人之身，宗教以道德感人之心，兼而行之，是為最善之舉。
泰東西各國提倡宗教，咸慎擇說法師以專其職……”他受社會進化論影響，說“方今強權時代，無界

不爭，優勝劣敗，天演有例”，認同由國家（政府）管制宗教，發放各種各等級的僧人文憑（證書），無
證者不得其位，不由僧人專主佛教事務，“大乘部設部長一員，副部長二員，部員若干員。 部長、部
員務以政治家或哲學家，素有道德、極有聲望之博學家、內典家任之”。 他批評一般當家住持“掌持

一寺，專養蠹僧，販賣如來，實無普救眾生之資格，誠有違背統理大眾之責”。 他抨擊子孫寺制度是

“僧家因顧徒眷之私，生出種種偏見，放棄普度眾生之旨，……把持寺刹，胡行妄為，大妨教體，自應

急予改革”。 他主張改易僧服，“今僧人所服都非佛制，係是我朝前古之服。 ……擬改制卍字徽章

以代袈裟，便以懸掛，使人一望而知其為慈善家、說教家”。⑥此外，從呈文所引《蓮華經》、《法華經》
及《大阿羅漢經》等內容推測，“摩”頗為親近天台宗。

論者指出，“當時佛教因受宗法社會思想影響太深，大多數佛教僧侶趨向保守。 ……而受新學

術思想啟發及僧教育的青年又為數極少。 僅仁山、太虛二人畢業祇洹精舍及僧師範學堂，可說是受

新教育思想洗禮的僧青年，像這一類受新教育訓練的僧青年，畢竟太少，當時全國至多不出三十人

左右”。⑦這樣看來，查考“摩”為何人並非大海撈針，能獲知 1908 年楊文會所辦祇洹精舍及其他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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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學生名錄，或可解決問題。 惜此類名單，尚付闕如。⑧

近代佛教期刊、報紙大量影印刊行，有助於解謎。 經檢索，浙江名僧摩塵就是“摩”。 證據

如下：
其一，摩塵自稱為“摩”。 1933 年，杭州梵天寺主持摩塵覆信觀宗寺主持寶靜：

寶和尚慧電：逕啟者。 刻接專函，均悉一是。 係摩之法嗣為（四位）：①覺海②源海③
道昌④正濟。 祈印入訃文可也，為諦老人之法孫。 ……梵天寺寶塵手啟。 八、十九。⑨

寶靜來函是為刊布近代天台宗大師諦閒訃告，調查同門法脈。 由此可知，摩塵又名“寶塵”，也是諦

閒徒弟。 諦閒曾是祇洹精舍的學監。 這樣，摩塵與楊文會、祇洹精舍是有交集的。
其二，摩塵生平行事，與前證多有吻合。 他原名林今清，字滌凡，號蓮莖，浙江黃岩蒼溪人，生於

1878 年，1912 年時正值盛年。⑩其“年十二畢儒書”，1897 年在奉化法海寺出家，拜師永斌，學習《阿
彌陀經》，悟得淨土法門。 1898 年，在雪竇寺依智惠受具足戒。 旋赴寧波天童寺聽同環講《法華

經》，其後在常州天寧寺、鎮江江天寺參法習禪。 1903 年，從諦閒習《法華經》，並於 1907 年開始在

紹興大慶寺升座講《法華經》。 其後在天台山夏講冬參。 “諦閒法師授以衣缽，是為傳天台宗第四

十四世”。 30 歲時補座於南京毗盧寺，“開講法華於溫州頭陀寺。 自是以來，諸方延請講經，遠及陝

蜀諸省。 至民國丙寅，任梵天寺主持，創性宗研究社，誘進後學。 嘗主講於南京師範學堂、四明觀宗

寺、維揚長生寺，而以梵天為最久。 自行則日誦法華一部，餘時持念彌陀聖號，翹勤淨業。 利他則放

生於西湖，創施茶於街亭，建精舍於花塢，設惜字於留下，辦學社於梵天。 但有利益，無不興崇。”

現可查到摩塵發表的短文一則、啟事兩則，分別為《地藏菩薩度生悲願文》 （《佛學半月刊》，
1931 年 9 月地藏特刊）、《梵天寺講經通啟》 （《弘法刊》，1936 年第 31 期）及《擬倡楞嚴法會啟》
（《佛學半月刊》，第 122 期，1936 年 3 月）。 文字皆有可觀之處，行文語氣也與“摩呈”相似，如謂：
“是故欲求世界和平，人類安寧，非宣揚佛法，改善人心不為功”、“化導人心，既補法律之不及，復助

教育之缺點，更祈國運昌隆”。 另有史料披露摩塵推廣佛教事蹟，因非本文旨趣，不贅。
民元摩塵呈文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有無批示或反應？ 目前無任何史料可查核，檔案原件未有

任何批示痕跡，處理意見當是“留中不發”。 1943 年摩塵往生前，應未對他人提及上書之事，否則其

法嗣會有所書寫，而非幾乎湮沒無存。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總長蔡元培在民元或閱讀過“摩呈”且
“轉惠大乘部章程”給黃宗仰，蔡意在徵詢其意見。 宗仰後覆書認為：“其章程大旨沿襲島邦，揆諸

本國內情，似未盡合，尚待賢哲有所折衷。”這很可能是摩塵上書之後，未得回應的緣故。

二、佛教會社與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關係再研究

摩塵上書孫中山，不能簡單視為個人率性而為，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準確理解此事關鍵

在於重建史實，知悉民元佛教組織為何蓬勃興起，孫中山及民國政府又如何處理相關問題。
首先應明確，孫中山乃是被動涉及佛教事務。 1912 年 3 月 20 日，他接見李翊灼等人。 事後該

會致電報界刊載新聞，顯然是要確定“成果”。 電文稱：“李翊灼、歐陽漸、蒯壽樞、張世畸、陳方恪、
濮一來〔乘〕發起佛教會，主張政教分權，為我國千古未有之創舉。 所有要求條件，概由孫大總統面

允，即日正式發布。”

學界對上述史實不陌生，但對李翊灼領銜的佛教會（或稱中華佛教會）如何組織，往往語焉不

詳，且以 3 月 20 日為該會正式成立時間。著名佛教史學者霍姆斯·唯慈（Holems Welch，中文名尉

遲酣）就稱：“在 1912 年的頭兩個月，他們（引注：歐陽漸與李翊灼）和另外五個人打算在南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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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會’。”該說法實屬誤解。 佛教會與清末成立的佛學研究會關係密切，可謂一脈相承。
李翊灼等人在 3 月份尋求謁見孫中山，不是要建新組織，而是希望民國政府承認所謂的政教分權。
該會後來刊布的廣告就聲明，其成立時間是 1912 年 2 月。

李翊灼（1881～1952），江西臨川人，字證剛，號蘇庵。 楊文會弟子。 清末，他與安徽提學使、署
布政使沈曾植交往密切。 沈當時對佛教革新頗為關注。

1910 年 10 月 16 日，沈曾植、楊文會、蒯禮卿、鄭孝胥、張謇、朱祖謀、陳三立、俞明震、李瑞清、
魏繇、陳慶年、諸宗元、王宗炎、趙從蕃、易季復、魏允恭、梁慕韓、蒯壽樞、李世由、梅光羲、梅斐時、陳
宜甫、桂念祖、歐陽漸、余同伯、李翊灼、歐陽石芝、狄葆賢等二十餘人在南京大中橋韜園發起創立佛

學研究會，以楊為會長，沈、蒯（礼卿）為副會長。佛學研究會發起人均為名流，不少有進士、舉人功

名，不乏司道級官員。 該會以上海為總機關，其他地方設立事務所以為聯絡，計劃每月舉行集會一

次。11 月 27 日，在南京召開第一次常會討論修改會章，約請楊文會開講《大乘起信論》，除一些發

起人外，還有會員葉子貞、吳璆、易季復、曹赤霞、柳詒徵、鄧伯成、許季上、諦閒及臨時入會者方玉

山、馬玉平共二十多人參加。

從沈曾植與李翊灼的通信中可知，李氏實是佛學研究會的主事者，儘管他在發起會員的排名中

比較靠後。 該會很快變成“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一則，楊文會於 1911 年 10 月去世之後，由沈曾

植領銜，繼續保留佛教研究會名義；另則，以李翊灼為首，於次年 2 月結成“佛教會”，與外界尤其是

政界進行交涉。 前者人員年齡較大，資格較老，多以不仕民國為標榜，不願在公呈上署名；後者多

是青壯年，羽翼尚未全豐，借此進行活動。
這種本來一體、分開運作的形式，在次年 5 月分別致雲南都督蔡鍔、江西都督李烈鈞一事上體

現得頗為明顯。 沈曾植、狄葆賢等以佛教研究會的名義致電蔡鍔，反對滇省將寺觀悉充公有。 李翊

灼、桂念祖、歐陽漸等人則用佛教會建立人的身份，以“佛教會臨時法務所北京機關部”的名義致電

李烈鈞，反對毀壞佑清寺銅佛用於鑄造銅元。

霍姆斯·唯慈認為，孫中山批准佛教會的“草案”凸顯出南京臨時政府內部的混亂局面，並猜

測此事“也許是在 3 月 10 日被袁世凱篡權以前”。此推斷也有误。 孫在 3 月 20 日會見李翊灼等，
這是確定無疑的事情。 臨時政府的確存在政令不出總統府的狀況，並且在處理宗教事務時，內務部

與教育部一度權限劃分不清。 孫中山對此進行了及時處理。而且，孫中山的決定是否反映出“內
部的混亂”，亦應仔細推敲。

要討論這一問題，需了解佛教會“草案”的具體內容。 長期以來，學界並不掌握原文。 近有專

業期刊予以揭載，但誤植文字，以至於無法理解，故重新徵引如下：
佛教會要求條件

第一款　 佛教會有昌明道德、促進共和之義務。 民國政府應酬以完全保護之利益。
第一條　 左列事項為佛教會擔任之義務。 甲、說教事項：普通說教、軍營說教、工廠說

教、病院說教、監獄說教。 乙、教育事項：佛教各類學校、佛教各種研究會。 丙、慈善事項：
振饑、援溺、治病、保赤、救災、濟貧、扶困、利便、弭殺、弭盜、弭淫、正俗。

第二條　 左列各項為民國政府酬予佛教之利益。 甲、民國政府應承認佛教會為完全

自在之教會。 乙、民國政府對於佛教會有完全保護之責任。 丙、佛教會所享民國政府保護

之普通利益、特別利益應與各教同等。 丁、佛教會得於一切處自在布教。 戊、佛教會有監

督佛教公團一切財產上處分之權。 己、佛教會有整頓佛教一切事業、促進其發達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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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佛教會有調和佛教信士種種爭競，維持其秩序之權。 辛、佛教會於推行改良社會之宣

講教育及救濟社會之慈善事項時，有通告民國政府請其如約保護之權。 壬、佛教會於民國

政府裁判佛教信士犯國律案時，有派員旁聽之權，或遇民國政府有裁判不公等情，佛教會

得要求複行裁判。
第二款　 佛教會與民國政府絕對分立。
第一條　 佛教會在法律範圍內之種種行為，民國政府不得干涉。
第二條　 佛教會於佛教事業外概不干涉。
第三款　 民國政府承認佛教會後，應訂立保護專條，列入法典。
第四款　 本條件若佛教會認為當修正、增加時，得向民國政府提議。

霍姆斯·唯慈在沒有見到原文的情況下，僅憑部分內容就認定佛教會的“總目標聽起來頗為動人

……所要求的權利也令人吃驚……這是一件比大鬧金山更加危險的事情，這個計劃要把佛教組織

置於藐視僧伽的人掌管之下”。在他看來，孫中山不理解問題要害，居然批准了一個“要把佛教組

織置於藐視僧伽的人掌管之下”的“草案”。
筆者不同意這一解讀。 查核孫中山的書面答覆，其中關鍵字句有：

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

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 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暢宗風，亦
裨世道，曷勝瞻仰讚歎！ 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莊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與政治；而在

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 此種美風，最可效法。 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

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 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條文雖簡，
而含義甚宏。 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 凡承乏公僕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

行。 此文所敢明告者。

3 月 24 日，孫以大總統名義諭令教育部為佛教會立案。 在他看來，佛教會的請求並不算過分。
1912 年 2 月，孫中山在給上海基督教美以美會高翼聖、韋亞傑的覆信中就說：“政教分立，幾為近世

文明國之公例。 蓋分立則信教傳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紛擾之原因，且使教會得發揮其真美之

宗旨。”孫中山並沒有對佛教會的條件進行具體答覆，僅是批轉到教育部處理。 這毋寧是一種不

置可否的模糊處理方式，事實上他已經決定讓位袁世凱，不處理就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其次，時人並不認為孫中山的處理不妥，幾乎沒有出現公開反對意見。 天津《大公報》有天主

教背景，該報在清末的報導中對佛教的評價不高，但對於佛教會立案並得到孫中山的回應一事，未
有任何消息。 直到稍後有人主張以儒教為國教、聲稱佛教為唯一國粹時，才見該報表示反對。 滬上

報紙，多以新聞報導方式對相關信息進行披露，偶有隻言片語的評論，也是持審慎支持立場。 《新
聞報》發表短評說：“宋漢章具保開釋，人民始有身體自由；佛教會開始建立，人民始有信教自由。
此兩大自由在法治國家視為固然，而在上海則詫為創見，亦一咄咄怪事。 所望後之掌權者勿違法而

捕人，勿恃強而佔寺，致貽兵主國之誚也。”面向外國人及有良好英語水平的國人進行宣傳、剛創

刊的《共和西報》編輯意識到孫中山接見李翊灼等人具有新聞價值，在第 2 期的“國內新聞”欄目登

載了題為 Dr. Sun Yat⁃sen and Buddhism（《孫逸仙與佛教》）的報導：
在孫中山先生擔任南京總統期間，佛教會向他遞交了一份請願書。 在陳述了佛教會

的目標，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促進共和主義精神之後，它陳述了其傳教、教育和慈善

的職責。 爾後，佛教會請求政府給予某些特權，承認它是一個完整的、自由的組織：它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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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的保護；它應享有給予其他宗教機構的所有權利和特權；它應擁有傳教的自由，管
理自己的財產，解決佛教徒之間的爭端；在發生法律訴訟時，它應有權派代表到法院，以確

保佛教徒得到公正的對待；政府應起草特別的法律來保護它；佛教會和國家應保持分離。
在回應這一呼籲時，孫中山先生特別強調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和政府保護宗教的責任。

他提到了《臨時憲法》第五條，該條規定在共和國內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沒有宗教、種族或

階級的區別；還提到了第二條第七節，該條規定了信仰的自由。 前總統因此總結說，佛教

會所要求的都已經得到了滿足。

《共和西報》主編李登輝是基督徒。 在他看來，孫中山對佛教會的“請願”處理是適當的。
佛教會收到孫中山回覆，見到《臨時政府公報》刊登函件，於是就將其錄入第一次布告，視為重

大成果。 4 月 1 日孫中山解職，佛教會尋求新的支持，“於是現擬即致函第二次〔任〕大總統袁慰亭

先生，請其繼續承認，並交參議院通過。 俟發表後即當通告四眾，訂期開成立會於南京，選舉總會會

長，建立總會、分會辦理一切法務，以期統一教徒，昌明佛法”。

民元佛教結社情況及南京臨時政府處理佛教事務之經過，學界了解不多。 為把握歷史全貌，值
得費些筆墨概述：

武昌首義後，尤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佛教徒集會結社頻繁，名目眾多。 例如，著名僧人亞髡

（文希）在被張人駿從石城監獄中釋放出來後，即於江西九江組織了大共和佛教會。 太虛等人組織

的“佛教協進會”在 1912 年 2 月 7 日於鎮江金山寺宣告正式成立。

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最早批准立案的佛教組織是“佛教大同會”。 這距離該部成立僅一個多

月。 佛教大同會領銜人是“僧人謝楞伽”。

有人認為，佛教大同會是“1912 年初，謝無量等佛教居士在揚州發起成立。 主張佛道折衷並

容，以佛道不分的信仰為基礎，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國宗教。 後因各地佛教僧俗兩眾擬建立統一的中

華佛教總會，經勸告旋即解散。”此會發起人是謝無量，被其友人太虛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

史》一文所證實，且旁證多有，應毋庸置疑。 該會是否在揚州成立，則頗有可疑。 查現有各版本謝

無量年譜，發現他此時正在成都任四川存古學堂（後改名國學館）監督，並沒有揚州之行。如果記

載不誤，則學者或可能將大同公濟總會揚州支部（可簡稱為揚州大同會）與佛教大同會混淆了。筆

者以為，更有可能是謝的年譜編撰失記。 謝無量晚年自稱在 1912 年重回上海成為《民權報》、《獨
立週報》及《神州日報》主筆。 揚州距離上海並非遙遠，組織成立該會也並非沒有可能。 但不知何

故，年譜卻將他成為上海報紙主筆的時間系在 1913 年。
更為奇怪的是，為什麼謝無量要以“僧人謝楞伽”的名義申請立案呢？ 謝在晚年所寫的《自傳》

中並無交代，其年譜同樣失記。迄今為止，學界未見任何論及。 1912 年 11 月 13 日《亞細亞日報》
刊出《杜德輿摧殘佛教之種種》一文對此事有所披露：

與謝楞伽之結托。 杜本川人，其鄉人有謝某者，素行無賴，因乃兄為僧，冒稱僧名，署
名曰謝楞伽，具稟南京內務部。 假佛教大同會名義，與杜德輿結托，創立票布，迫僧購買，
每張購買三元。 時寄禪探知謝某本以俗人冒稱和尚，敦詐僧僚，且前有設立佛教協會，強
佔金山寺情事。 遂具稟南京政府取消該會社，因此大不慊於寄禪。

該報導未署作者名，僅稱所述來自敬安（寄禪）的遺言。文中所說的“因乃兄為僧，冒稱僧名”，不
夠準確，但實有其事。 謝無量的三弟謝大沅（號希安，法名萬慧）在 19 歲時即出家為僧，1912 年時

似身處東南亞。又據文中“且前有設立佛教協會，強佔金山寺情事”推測，謝無量在成立佛教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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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前，加入過太虛組織的佛教協進會。 換言之，佛教大同會的成立時間晚於佛教協進會。 至於文

章涉及太虛，卻未明指，或顧忌他是敬安弟子。
上文所刻畫的，是敬安一系眼中的內務部官員杜德輿和謝無量“勾結”的形象。 不少人對此深

信不疑，幾成信史。 但爬梳相關史料，卻可見另一種事實：杜德輿（1864 ～ 1929），後名杜關，四川長

寧人。 1894 年中舉，因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寫有《滬上感詠十二首》、《哀遼東賦》，抒發忠君愛

國、憤激救亡的情感，被收入《普天忠憤集》獲得廣泛關注。 1898 年中進士後，為戶部學習主事，應
詔言事，上《請以各縣祠廟所收之款舉辦民團摺》。 戊戌政變發生後，其變革社會的思想日漸強烈。
1905 年，秋瑾介紹杜德輿的妻子杜黃加入同盟會，後“職掌庫藏”，為行刺清廷要員提供武器支

持。1912 年，杜德輿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禮教局局長。 北京政府成立後，任內務部禮俗司司長。
謝無量與杜德輿關係良好，謝與時為實業部次長的馬君武也早有交情，人脈關係當是佛教大同會能

夠率先在臨時政府立案的助力。 但謝、杜兩人對佛教革新觀念趨同，也是重要原因：他們都積極參

加了四川的保路運動，都認為應將作為十方叢林的寺廟財產用在有裨地方的實際事務。
內務部的處理確有可議之處。 時為該部次長、實際負責部務的居正回憶“報律闖禍”一事說，

“革命黨粗腳毛手，一行作吏，不會說官話，又不會弄官文，未免鬧出笑話”。《臨時政府公報》第 18

號所刊《內務部批僧人謝楞伽等發起佛教大同會稟請立案呈》一文出現不應有的錯誤：（1）杜德輿

理當知道“謝楞伽”的身份，仍視其為“僧人”，有徇私嫌疑。 （2）批文中有“意在維持宗教，昌明佛

理，廣行慈善，提倡公益，深合我佛慈悲本旨”的文句，或是呈文中原有，但不加甄別，徑直使用，有
損行政中立。 （3）內務部在不掌握佛教大同會組織章程的情況下，批准該會立案，導致利益相關方

有所非議。 按照制度規定，作為禮教局長的杜德輿不能獨立對外行文，相關文件必須要經過內務總

長或次長簽署。 該文最終能刊載於《臨時政府公報》，嚴格意義上說，居正也有責任。
“大鬧金山”事件發生後，佛教界內部衝突愈演愈烈，金山寺若干僧人及普陀山僧少青等被逮

至審判廳問罪，據說他們遭致刑訊逼供與罰款。 章太炎、陳三立及狄葆賢等人領銜，以佛學研究會

全體會員名義給孫中山、內務部及教育部發出公電，聲稱“如此不法恣肆，豈今日民國所應有？ 迫

切電請速救倒懸，不勝待命之至。”與佛教研究會諸人關係密切的蔡元培在 2 月 10 日致電中國社

會黨創建人、本部長江亢虎要求干預：“頗聞金山開會，有以武力脅取寺產者，深望非確。 請公及諸

同志注意，勿使我輩所敬愛之社會黨及佛教徒為人詬病。”江亢虎回電：“佛教協進會乃本黨員僧太

虛以私人名義發起，非本黨直接事業，本黨不負責任，鄙人亦無暇與聞。 既承雅注，當力誥誡之。”

不難推知，佛教協進會很可能並未向南京臨時政府立案，儘管太虛在此之前到南京試圖謁見孫中

山，以尋求幫助。
內務部注意到，“民國初立，各會分歧，即佛教一端已有種種名目”，處理佛教事務時已有所顧

忌。 常州民政長屠寄電告陸軍部轉諮內務部，稱太虛以武力強佔寺廟，請求批准天寧寺“以武力自

衛”。 內務部回電：“查信教自由，各寺原有舊規，豈容該僧等無端侵佔”，但也提醒屠寄有維持公安

責任，不能讓天寧寺用武力自衛。 該部同時電請鎮江民政長查明太虛是否有強佔金山寺之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敬安等人稍後亦稟請內務部、教育部創立“中華佛教總會”。 為順利行

事，他們以捐獻方式謀求陸軍部支持。 敬安、虛雲謁見孫中山，檢舉佛教大同會有種種違法情形，要
求“統一”佛教組織。目前學界並不掌握敬安與虛雲前往南京的具體時間，而據新近出版的《蔣維

喬日記》，1912 年 3 月 9 日上午蔣在教育部“接見佛教總會代表敬安和尚，批閱公牘”。該記載有

重要提示意義。 孫中山將此事交由內務部辦理。 經歷數次風波，該部處理手段穩妥不少：一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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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教大同會違法行為“不勝詫異，如果屬實，該會誠有不合，應即取銷”；二又聲稱“惟詞屬一面，
其中保無彼此爭執等情，姑候查明究辦”；三則不同意大同會、佛教總會等任何一方試圖吞併對方，
認為將來辦會確有成績，“何患不能統一，亦何須本部特許”。霍姆斯·唯慈說，“我們能夠知道的

事實是，4 月 1 日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新的佛教總會之後，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的佛教會‘自動取

消’。”但這並非歷史事實。
1912 年 4 月 11 日，中華佛教總會在上海留雲寺正式成立，與會者有三百多人，以天童寺敬安

為會長，北京龍泉寺道興、常州清涼寺清海為副會長，其各省支部如蘇州、浙江及奉天等也陸續成

立。 至 1913 年 8 月，已設有省支部 16 處（包括南洋支部 1 處）、地方分部 125 處，其組織系統在江

蘇、安徽、奉天、浙江、湖北等省尤為發達。這些地方會務進展迅速，當與在晚清時就存在僧教育會

有關係。 而原本獨立存在的佛教協進會也很快發表聲明，表示已經與中華佛教總會“合同而化”。

李翊灼等人發起的佛教會，與中華佛教總會也有一定聯繫。 推斷依據是：該會開成立會前，所
刊廣告稱“務望海內僧界及信仰佛教居士蒞會共商一切”，而佛學研究社同日廣告也稱將在 4 月 17

日開講《大乘起信論》，這兩個佛教組織的聯繫地址都是留雲寺，應有某種程度的交集。 更明確的

證據是，革命僧文希（亞髡）拒絕出任江蘇支部主任，“勉認臨時理事，並宣布意見數條以為實行擴

張手續，一俟建立佛教會人李居士翊灼等南旋，即公開全國大會，正式選舉。 聞亞師所持意見甚大

且堅，倘不能施諸實行，惟有潔身以去，不再干涉云。”

所謂俟佛教會人南旋，是指李翊灼、歐陽漸等人用該會的名義，前往北京，向新政府提出與之前

類似的請求。 李翊灼與教育部關係匪淺，這可從《蔣維喬日記》的相關記載中得到印證，且黃宗仰

也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予以力薦：“李證剛君……近以組織佛教會事旅行在京，寓法源寺中，倘荷贊

成，並希加睞及之。”蔡元培提出內務部禮教司應移入教育部，因此佛教會的要求似乎容易得到滿

足。 他們在 6 月“致書總統、國務院，請以政教分離條件交議院通過”，但袁世凱“月餘未經函覆”，
而國務院則將佛教會文件上的“公函”字樣改為“呈”，在 6 月 12 日發出批示（刊於《政府公報》第
48 號）：

人民信教之自由及保有財產之權利，均載在《民國臨時約法》。 查閱所呈條款，內如

第一條所列舉之說教、教育、慈善三項，為宗教家應盡之天職。 第二項所列舉為關於布教

事項，苟無觸犯民國法令之處，民國政府自當遵照約法，盡力保護。 第二、三、四款劃清政

教界限，不以世務累其清修，尤可為教宗之矜式。 誠如孫前總統覆該會函所言，凡所要求，
盡為約法所容許。 所請提交參議院議決，列入法令之處，正不必多此一舉。

這個打擊相當沉重。 李翊灼、歐陽漸及張世畸只得在 7 月登報宣布佛教會解散。 早在一個月前，歐
陽漸曾倡言“四眾共任教會，以求佛教之復明”，感歎“佛教會者，為存法故，為作佛事故，為一切眾

生燈明故。 但有志願而缺實力，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是賴四眾共此仔肩”。但外界的阻礙困擾以及

佛教界內部的爭端，使得歐陽漸等人意志不申，只得沉痛宣告：“夫國人以教會之實行，從古未有，
因於教會之性質混而不明，若又實行不稱空在，人將以教在政下為教會性質本來如是，則李、歐、張
之罪為何如乎？ 嗚呼！ 輕舉之非，或可懺悔於捲土重來之日；混淆之罪，實難贖於十方三寶之前。
敬告國人佛教會取消之因緣如是如是。”此後歐陽漸長住金陵刻經處，不再過問外事。

佛教會的解散，使中華佛教總會取得主導地位。 該會邀請佛學研究會沈曾植、陳三立、樊增祥、
熊希齡及李瑞清等人商議，決定由會長敬安與福建支部長本忠等进京上書大總統、國務院，要求立

案並通文各省都督保護，“冀得遠宗教圓滿之義，而使共和平等之真相普及於社會心理云”。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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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是中華佛教總會的立案遭到挫折，敬安付出生命代價。 學界对此已有闡述，本文不贅。

三、民元氣象之暗面

清廷覆亡，民國肇建，共和、自由、平等諸多觀念得以加速傳播，深入人心。 這是一般常識，不必

多言。 但既往研究多以一般社會情勢為討論對象，深入探析佛教界人士如何進行反應、調適及互

動，則相對不足。 近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域外興起的新文化史影響，有學者注意探討所謂的紀

念史與記憶史等，然而閱覽相關論著不難發現，並未涉及“孫中山”形象在佛教界的變遷。 因此，上
文所發覆內容，並非瑣細小事，實有關乎民初歷史中尚有待揭示的暗面。

摩塵在民元上書孫中山，建言改革佛教。 事不孤起，其思想上的背景在於彼時科學主義浪潮尚

未興起，宗教尚能被革命黨、改良派同時重視利用。 以發起信心，增進國民道德，是他們念茲在茲的

法門。 晚清，佛法的魅力受到特別青睞，正如領導言論宣傳界風騷的梁啟超所言，其時所謂新學家

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 20 世紀初，梁氏在高舉新史學大旗的同時，倡言信仰佛教乃智信而非

迷信，能兼善而非獨善，是入世而非厭世，可無量而非有限，為平等而非差別，本自力而非他力，因此

有利於“群治”。 民國元年，他繼續力證佛教有特別的價值，“竊謂吾國求治之術多矣，而以宗教為

亟。 宗教之別繁矣，而斷以佛教為宜”。 在他看來，佛教“唯心”、“萬法唯識”，有利於消除當時中國

程度不齊、思想不一之阻礙；佛教是平等之教，有利於將平等之說化入人心。 佛教之事理也以中國

為“究竟”（至極），大乘佛法僅由中國傳之，華嚴、天台皆創自中國，禪宗、淨土也是中國所發揮。

梁啟超是否影響到摩塵，目前較難證實。 但從後者上書內容來看，實有不少暗合。 摩塵在呈文

中不斷表達宗教“提倡之權則端賴政府”、“提倡教務，不能不仰賴政治家”、“深望於政教合一”、
“贊助共和，昌明佛教，輔助行政，維繫人心”等意思，不難看出其傾向與立場。 摩塵如此表態，也是

比較好理解的，其雖已受傳為天台宗四十四世、南京毗廬寺當家，但在教內根基不厚，名望不高，要
有所成，必須借助外力與外緣。

摩塵上書事實之發現，或可使學者言及近代佛教改革，動輒聚焦於太虛等極個別僧人的做法有

所調整，擴大對於其時沙門群體狀況的調查。 摩塵年齡要長太虛十餘歲，按照當時標準，已屆中年。
然而，他在當時思想與行動卻絕非保守，儘管其師諦閒後來被視為“舊派”的代表人物。

與尚勢單力薄的摩塵、太虛等不同，無論是謝無量等所發起的佛教大同會，還是李翊灼等發起

的佛教會，都更有根基與人脈關係，而後者尤著。 佛教會敢於使用“公函”名義向南京臨時政府提

出“與民國政府絕對分立”、“承認佛教會後，應訂立專條，列入法典”等要求，以後來的眼光視之，的
確不免有些離奇。 不過，更令後人驚訝的是，孫中山居然覆函批准了，成為民國佛教界長期利用的

政治資源。 佛教會諸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卻在民初幾個月中曇花一現，沒有獲得最終的成功。
向北京政府請願所招致的挫敗，導致佛教界之前獨立行動的個體與組織最終匯入更大群體———中

華佛教總會。
孫中山在民初對於佛教界人士的親善，也許可以有不同解釋。 如理解為孫中山不諳行政技術，

或並不掌握實權、率爾操觚，但筆者認為孫中山其實是為辛亥革命所揭櫫的共和、民主、自由、平等

及博愛等價值做身體力行的“公關”。 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於 1912 年 4 月 25 日返回廣東，5

月中旬出席了廣東佛教總會（正式名稱應為“中華佛教總會廣東支部”）在六榕寺舉行的歡迎會，並
為佛教人士題詞：“闡揚佛教”、“自由、平等、博愛”。 8 月，孫中山抵達北京，亦受到包括北京佛教

會在內的各界代表歡迎。 若非前結緣分，當無後來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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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肇建，在爭取人心與獲得理解方面，革命黨人所需要做的工作委實不少。 梁啟超在結束流

亡，返回故國之後，以開歡迎會、演講會的出席人數作為一個指標，將自己與孫中山、黃興的受歡迎

程度進行比較，自稱超過後者數倍。 佛教會的力邀，也被其寫入家信，頗洋洋自得。但歷史真相如

何，可能還得小心重建。 總而言之，清末民初不同政治勢力如何在宗教方面捭闔縱橫、上下其手，目
前學界所知有限，存在不少值得繼續探求的空間。

①張金超：《民元孫中山的宗教主張及其與宗教界之

關係探略》，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9 年第 4 期。
②黃彥、李伯新： 《孫中山藏檔選編 （辛亥革命前

後）》，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360～374 頁。
③桑兵主編：《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第 1 卷，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第 328～3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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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第 18 頁；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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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已知的有：仁山、惠敏、智光、觀同、太虛。 楊文會

對“摩”所呈或有啟發，參見楊仁山：《楊仁山大德文

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 年，第 175 頁。
⑨ 《杭州梵天寺摩塵法師來函》，浙江寧波：《弘法社

刊》，1933 年第 20 期。
⑩1908 年太虛在寧波七塔寺与摩塵聽諦閒開講天台

宗經典，太虛稱其為“老宿”。 太虛：《太虛大師全書》
第 31 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年，第 174 頁。
當行：《摩塵法師事略》，上海：《佛學半月刊》，第 9

期（1931 年）；妙慧：《摩塵老法師事略》，上海：《佛學

半月刊》，第 287 期（1943 年），又見上海《覺有情》

1943 年第 101、102 期合刊。 學界對於摩塵尚無研

究，僅冷曉《近代杭州佛教史》（杭州：杭州佛教協會，
1993 年）在“人物篇”中略有介紹。
中央：《致蔡孑民先生書》，上海：《佛學叢報》，第 1

期（1912 年 10 月）。
《南京佛教會電》，上海：《申報》，1912 年 3 月 21

日；上海：《時事新報》，1912 年 3 月 21 日。
水野梅曉：《中國佛教近代史研究》，1925 年，第 64

～66 頁。 轉引自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
王雷泉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28 頁。
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王雷泉等譯，

第 27 頁； Holmes Welch,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00.

楊文會所撰《佛教研究會小引》稱其宗旨既不維

新，也不守舊，而志在復古（復釋迦摩尼之遺教）。 參

見楊文會著、周繼旨校點：《楊仁山全集》，合肥：黃山

書社，2000 年，第 337 頁。
《佛學研究會簡章》，上海：《時報》，1910 年 10 月

24 日。
《金陵佛學研究會紀盛》，上海：《時報》，1910 年 12

月 2 日。
沈曾植在致友人王甲榮信中稱：“公呈弟向不列

名，公函則無不可者。”見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

曾植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第 341 頁。
《佛學研究會致滇都督電》，上海：《時報》，1912 年

5 月 26 日。
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王雷泉等譯，
第 28 頁。
1912 年 2 月 9 日，孫中山主持召開內閣會議討論

過兩部權限劃分。 按照法制院提出的官制草案，宗

教、禮俗歸內務部管理，但議決劃歸教育部事務。 中

華佛教總會申請立案一事，最能體現內務部與教育

部在此問題上的權限不清，因此出現有不同批示。
內務部雖同意立案，但卻對中華佛教總會的會長人

選有所不滿，要求該會與佛教大同會“兩方面照章召

集僧界會員公舉道行高深、品端學粹之人為該會會

長。 俾得同心共濟，一致進行，不可滋生事端，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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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擾”。 教育部也同意立案，並未對會長人選提出不

同意見，但也認為“發起者僅江浙兩省，尚不足以代

表全國，必須聯合各省僧界組織完全團體” （南京：

《臨時政府公報》，第 18 號，1912 年 2 月 21 日）。 正

是有不同處置意見，才要由孫中山召開會議協調處

理。 1912 年 3 月 16 日《新聞報》在第 2 版刊出的《教

育部准設佛教總會》稱蔡元培批准立案，並希望敬安

等注意“宗教改革刻不容緩，該僧等務須努力進行，

將大乘精義廣為傳播，勿蹈舊日專事誦經禮懺，類似

巫祝之陋”。 這當是將宗教管理權限劃歸教育部後

的再度指示。

霍姆斯·唯慈就坦陳：“我沒有找到章程的中文原

文”，而國內學者在翻譯其著作時，亦是採用直譯的

方式。 釋印順所撰《中國近代史最早的居士佛教組

織———佛教會》（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11 年第 5

期）首次錄出了《佛學叢報》第 2 期（1911 年 9 月）所

刊全文。

原文如此，現一般寫作“賑饑”。

《孫中山覆佛教會函》，上海：《時報》，1912 年 4 月

1 日。

霍姆斯·唯慈：《中國佛教的復興》，王雷泉等譯，

第 27～28 頁。

《大總統覆佛教會函》，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49 號（1912 年 3 月 27 日）。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

史》據《佛教叢報》抄錄此函，訂正了個別錯字，但將

此“佛教會”誤認為是“中華佛教總會”（雖然兩者確

有些聯繫）。 學界有同樣誤解者，不乏其人。

《大總統覆美以美會高翼聖、韋亞傑論中國自立耶

教會函》，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 9 號（1912 年 2

月 6 日）。

《新評二》，上海：《新聞報》，1912 年 4 月 17 日。 宋

漢章 1912 年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因拒絕滬軍

都督府索銀 50 萬兩而被拘押，後交保獲釋。

Dr. Sun Yat⁃sen and Buddhism, The Republican Ad⁃
vocate, April 13, 1912.

張微隆：《中國佛教之近況》，台北：《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6 號（1935 年）。 該文稱此段文字出自《佛教

會說明書》。

“佛教協進會”的名稱出現更早。 目前學界僅籠統

提及該會於 1912 年成立，並未指明具體日期。 印順

編纂的《太虛大師年譜》則稱太虛在 1912 年 1 月南

京發起組織，設辦事處於毗廬寺。 發掘當時滬上報

紙的報導，可以得到更為準確的信息。 如 1912 年 2

月 11 日《神州日報》報導稱“寺僧太虛等……因組織

一佛教協進會以贊成共和、維持佛教為宗旨，定於二

月七號（即二十日）在金山寺開會討論辦法云”。 同

日另一則《協進會開會紀事》明確說：“中國佛教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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